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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榆林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酒类残留物

及相关陶器分析

关键词：石峁遗址，谷芽酒，曲酒，黍，陶鬶/盉

摘要：本文通过对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的16件陶器进行分析，在器物内壁残留物中发现了酒类遗存。酿酒发酵

方法可能包括利用谷物发芽和制曲两种技术。主要原料成分包括黍、小麦族、大米、百合、栝楼根、姜科植物、芡

实和野豌豆。陶瓮可能用于酿酒，鬶、盉为盛酒器和温酒器，杯用于饮酒。这一结果首次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

土高原酒的生产和消费情况，也显示了在早期城市化进程中，宴饮在社会分化和区域互动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KEYWORDS: Cereal-sprouting alcohol, Qu starter alcohol, Broomcorn millet, Rice, Gui/He pitcher
ABSTRACT: Alcoholic beverages were used in ancient rituals and feasting, often to embody elite status and power, to 

mark communal activities, or simply for everyday consumption. Scholars have traditionally interpreted pitchers, a common 
pottery vessel type in late Neolithic China, as specialized alcohol serving vessels. However, little scientific analys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to examine the actual function of these vessels from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region. In this study, by 
analyzing microfossil residues on ten pitchers, two cups, three lids, and one urn from the Shimao site, one of the earliest 
urban centers in late Neolithic north China, we recovered remains of alcoholic beverages, which were brewed by using the 
malting method and the qu starter. The main ingredients include millet, Triticeae, rice, lily, snake gourd root, Zingiberaceae 
root (ginger or turmeric), fox nut and bea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rn was a fermentation vessel; pitchers may have been 
used for heating and serving the fermented beverages; and the cups might have been used for drinking. These new results not 
only reveal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alcoholic beverages in the late Neolithic Loess Plateau, but 
also highligh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easting activities, social hierarchies, an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arly urbanization in thi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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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酒一直是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政治等级化和城市化

的形成过程中，祭祀宴享伴随着酒饮可以强化

政治合作联盟、群体内部或群体间的竞争或互

惠关系[1]。中国的宴饮传统历史悠久。先前基于

陶器类型的研究表明，史前时期丧葬宴饮是祭

祀祖先或连接生者与死者的重要场所，其中食

物和酒饮是重要的媒介[2]。此外，古代文献记载

表明，酒在王朝时期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最早的关于酒（酒、醴、鬯）的文

字记载出现在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3]。最近，陶

器微化石和化学分析为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酒

的生产和消费提供了新的视角[4]。一系列对中国

北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尖底瓶中的微化石分析

表明，这类陶器用于酿酒发酵、储存和饮用，

谷物发芽和制曲两种方法都被用于酿酒，并且

尖底瓶的广泛分布与酒在仪式活动中的核心地

位密切相关[5]。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是早

期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阶段[6]。仰韶时期的尖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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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消失，新陶器类型开始涌现。例如，起源于

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柄杯和盉，在龙山时期黄河

流域中游的多个地点首次出现。这些新的器物

类型往往在大型聚落（可能是区域中心）出现

频率更高，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市化进程中

可能已经发展出新的宴饮形式，往往具有联盟

或竞争性质[7]。残留物分析表明东部沿海地区

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高柄杯、鬶、盉类陶器均

为酒器，并用于宴饮活动[8]，据此推测它们在

黄河中游内陆地区的功能也应与酒有关，但并

无直接证据。因此，本文对石峁遗址（约距今

4300～3800年）皇城台出土的陶器内部表面的残

留物进行了微化石分析，旨在检验这类陶器属

于酒器的假设。

我们从皇城台出土的16个陶器中提取残留

物（图一），包括东护墙北段（獾子畔）的10

个鬶、盉类陶器（盉1，鬶1～9）、2个陶杯（杯

1、2）和3个器盖（盖1～3），以及皇城台城门

（地牢壕）出土的1个陶瓮（瓮1）。

中，有线性或“Y”形裂隙，消光十字呈“+”

形（图二，a：表面有凹深沟）。尺寸范围为

4.71～21.05μm，与现代标本中的黍(3.03～12.8 μm)

和粟(4.84～21.17μm)淀粉粒尺寸范围重合[9]。

II型淀粉粒是小麦族（Triticeae）（n=89，

比例9.03%，出现率62.5%），呈透镜体形状，

脐 点 居 中 ， 消 光 十 字 为 “ + ” 或 “ x ” （ 图

二，b：有凹坑和同心圆裂痕），尺寸范围为

11.71～34.2μm。这些形态的淀粉粒见于栽培大

麦、小麦，也类似于中国本土的野生小麦族，

包括冰草、赖草和披碱草因此很难进一步确定

其种属分类。

III型淀粉粒为水稻(Oryza sativa)（n=111，

比例11.26%，出现率25%），形状呈多边形，通

常为复粒聚集状态，单颗淀粉粒的尺寸范围为

2.26～10.48μm，消光十字模糊，往往仅见双折

射光泽（图二，c：聚集状，糊化）。这些特征

类似于我们实验数据中未被破坏以及发酵后的

水稻淀粉粒。

图一  石峁遗址皇城台陶器标本 (比例：盉 1为 10cm，余为 5cm)

一、检测结果

在 皇 城 台 的 古 代

样品中发现了大量淀粉

粒、植硅体、霉菌和酵

母细胞。

1.淀粉粒

陶器残留物中一共

发现了840个淀粉粒。

其中47.73%可以分为8

种类型，并可初步进行

分类学鉴定，其中每颗

淀粉粒均显示DIC和偏

振光图像（图二）。

I 型 淀 粉 粒 为 黍 族

（Paniceae）（n=248，

比 例 2 5 . 1 5 % ， 出 现 率

9 3 . 7 5 % ） ， 呈 圆 形

和 多 边 形 ， 脐 点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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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型淀粉粒为百合(Lilium sp.)（n=11，比例

1.12%，出现率25%），形状呈椭圆形，脐点极偏

心，消光十字弯曲，可见明显层纹，尺寸范围为

17.62～59.87μm（图二，d），与现代百合淀粉粒

塘、湖沼环境中[12]。

Ⅷ型淀粉粒类似于豆类，可能是野豌豆

（Vicia sp.）（n=3，比例0.3%，出现率12.5%），

其特征是椭圆形或肾形（图二，j），尺寸范围为

图二  石峁遗址皇城台陶器标本残留物中的淀粉粒（比例：20μm）

形态一致。百合在陕北地区广泛分

布[10]。

V 型 淀 粉 粒 为 栝 楼 根

（Trichosanthes kirilowii）（n=16，

比例1.62%，出现率37.5%），形态

包括球形、半球形、椭圆形或钟

形，脐点居中或偏心，可以看到清

晰的层纹和弯曲的十字消光，通常

以复粒形式存在，包括3个或4个颗

粒，大小范围为5.6～19.15μm（图

二，e：钟形；f：椭圆形；g：多个

淀粉粒聚集）。这些特征与现代栝

楼根淀粉粒一致。

Ⅵ 型 淀 粉 粒 为 姜 科

（Zingiberaceae）（n=1，比例

0.1%，出现率6.25%），形态为长

椭圆形，脐点极其偏心，尺寸大

小为27.41μm，脐侧有一个突出的

边缘，在 DIC镜下非常明显（图

二 ， h ） 。 这 种 独 特 的 特 征 通 常

存在于姜科的淀粉颗粒上[11]，包

括生姜(Zingiber officinale)和姜黄

（Curcuma longa）。经比较，VI型

淀粉粒与现代数据库中的生姜和姜

黄淀粉粒型态相似，但由于只发现

了一颗，暂时将其定为姜科。

Ⅶ 型 淀 粉 粒 类 似 于 芡 实

（Euryale ferox）（n=1，比例

0 . 1 % ， 出 现 率 6 . 2 5 % ） ， 为 复

粒 淀 粉 粒 聚 集 组 成 近 圆 柱 体

（23.23μm），单粒为小圆形或者

多边形颗粒（n=21），长度范围

2.54～4.36μm（图二，i），可与现

代芡实淀粉粒标本对照。芡实广泛

分布于中国南北方，主要生长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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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3～38.26μm，可见层纹和裂隙，最显著的特

征是消光十字上面可以观察到多个小臂，可与现

代标本中的野豌豆对比。野豌豆广泛分布于包括

石峁地区在内的中国北方[13]，在皇城台的浮选标

本中也有发现[14]。

残留物中还发现有块茎类植物（USOs）的

淀粉粒（n=23，比例2.33%，出现率43.75%）。

这些淀粉粒通常是带有偏心的脐点，呈椭圆

形，粒径范围为11.54～32.32μm。此外，还观察

到了483个未能鉴定种属的淀粉粒(UNID)（比例 

48.99%，出现率100%），它们通常损伤严重，

缺乏鉴定特征。皇城台陶器残留物中鉴定出的

族淀粉粒的存在表明这些植硅体可能来自小麦族

颖壳。我们对这类植硅体做了型态测量分析，以

便鉴定种属[16]，但测量结果并未指明确切来源。

因此，将来仍需要收集更多的现代标本，做进一

步分析。

水稻颖壳的双峰型仅在杯1中发现（n=3，

比例0.74%，出现率6.25%）（图三，c）。禾本科

的帽型、鞍型、普通扇型和芦苇盾型存在于7个

样本中（n=26，比例6.45%，出现率43.75%）（图

三，f～i）。在5个样本中鉴定出可能来自真双

子叶植物的毛细胞（n=19，比例4.71%，出现率

31.25%）（图三，m）。除此之外，还发现有长

这些淀粉粒类型在新石

器时代早、中期黄河流

域其它遗址出土的酿酒

陶器中也有发现[15]。

2.植硅体

在 皇 城 台 陶 器 残

留物中一共发现了403

个植硅体（图三）。在

四个样品中发现了黍族

颖 壳 的 植 硅 体 ， 包 括

黍的ƞ型（n=18，比例

4.47%，出现率25%）

（ 图 三 ， a ） 和 未 能

鉴 定 种 属 的 黍 族 类 型

（n=17，比例4.22%，

出现率31.25%）。8个

样品中存在黍亚科中常

见的哑铃型、多铃型和

十 字 型 （ n = 5 1 ， 比 例

12.66%，出现率50%）

（图三，d、e），极有

可能也来自黍族植物。

长方形绞合状树枝

型（n=5，比例1.24%，

出现率6.25%）来源于

早熟禾亚科的颖壳（图

三，b）。残留物中小麦 图三  陶器残留物中植硅体形态特征及炭化植物遗存(a～p)与现代标本对比(q～t)

a  b

e  f

i  j

m  n

q  r s  t

o  p

k  l

g  h

c  d



150

考古与文物   2022年第 2期

方形粉刺纹饰型（图三，l）和刺状（图三，n）

等少量植硅体，但是无法鉴定其种属来源。

在9个样本中发现了不透明穿孔片状型（n=20，

比例4.96%，出现率56.25%），它们的型态差异很大，

有规则或不规则穿孔（图三，j、k）。这种植硅体可

能出现在菊科植物(Asteraceae)花序中[17]，也存在于藜

科 (Chenopodium sp.)茎叶、麻黄茎(Ephedra sp.)和

藏红花(Crocus sativus)蕊中（图三，q～t）。在这

些植物中，有致幻作用的麻黄属广泛生长于石峁

周边的黄土高原地区。此外，在鬶2、7和8发现了

许多未能鉴定的不透明、无穿孔片状植硅体，其

中一些长而薄，而另一些则呈扁平状或不规则形

状（图三，o、p）。这些微化石中有些类似植物

炭屑[18]，有可能是炊煮所致。因此，植物炭屑和

不透明片状植硅体可能同时存在，有不同来源。

结合陶器器型来看，这类片状微化石绝大多数发

现在鬶、盉类陶器中，因此这些陶器很可能用于

温酒。这些片状物可能来自有意添加到酒饮中的

植物，其中一些在加热过程中被烧焦。将来需要

进一步的化学分析，以检验这些器物中是否存在

任何具有特殊功能（例如致幻）的植物。

3.真菌

d）。在16个石峁样品中，红曲霉闭囊壳发现在

15个样品中，说明利用红酒曲酿酒，而且具有普

遍性。如前所述，稻米是制作红酒曲的主要原

料，但稻米淀粉粒和植硅体只见于5个样品中，

其原因可能是稻米淀粉粒在糖化和发酵过程中

很容易受到严重破坏，而难以鉴定。

在 陶 器 样 品 中 还 发 现 了 酵 母 细 胞 （ 图

四，k、l），呈圆形或椭圆形，大小范围为

3.48～8.72μm，在形态上类似于酿酒酵母，一

些细胞存在芽殖现象。酿酒酵母在现代榆林地

区酿造的小米浑酒中存在[19]，之前的研究也表

明类似的酵母细胞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的

酿酒遗存中有所发现[20]。

4.酿酒的证据

大多数淀粉粒由于受到损伤产生型态变化

（图二），可以观察到以下几种类型：(1)非糊

化损伤，可以进一步分为发芽过程中产生的酶

破坏引起的损伤（n=161，比例16.33%）（图

二，a、b、k）以及可能由捣磨等造成的物理性

损伤（n=238，比例24.14%）；(2)糊化损伤，

可进一步分为发酵糊化（n=123，比例12.47%，

如图二，l：可能是小麦族，具有发酵特征；

图四  陶器残留物中真菌（a～ e、k、l）与现代标本对比（f～ j）（比例：20μm）

残 留 物 标 本 中 发

现有红曲霉，可与现代

标本进行对比（图四，

f～j）。在石峁残留物

标本中，红曲霉因成熟

的程度不同呈现红色、

紫色或者黑色。红曲霉

从菌丝一端发育生长，

形成凸起（图四，e），

并逐渐分化出产囊体并

不 断 被 更 多 菌 丝 缠 绕

（图四，a、c），最终

形成了闭囊壳，其内部

结构包括子囊，内有子

囊孢子（图四，b）。

菌 丝 有 隔 膜 ， 有 时 与

闭 囊 壳 连 接 （ 图 四 ，

a b c d

e f g h

i j 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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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具有发酵特征的淀粉粒，种属不明）和非

发酵（蒸煮）糊化（n=303，比例30.73%，如图

二，n：一团糊化的淀粉粒，只有一些仍具有

双折射；o：高度糊化的淀粉粒，呈无定形，在

偏振光下无双折射）。当刚果红染色剂[21]应用

于两个样品时，糊化淀粉粒在明视场下被染成

红色，在偏振光下呈红色或橙色光泽（图二，

p）。古代标本中淀粉粒的这些型态变化与现代

酿酒实验结果一致[22]。

残留物中有黍族、早熟禾亚科和水稻的颖

壳植硅体，与具有发酵损伤特征的黍族、小麦

族和稻米淀粉粒可相互印证，表明这些谷物应

该都是酿酒原料。少量的水稻和小麦族颖壳植

硅体的出现，可能是脱壳不净的结果；但较多

黍颖壳植硅体的存在，表明发芽的黍也许用作

酿酒的糖化剂，酿制谷芽酒。

总之，因发酵引起形态变化的淀粉粒、较

多的黍颖壳植硅体、普遍存在的红曲霉和酵母

细胞为酿酒提供了有力证据。由于同时发现了

较多黍颖壳植硅体和红曲霉，推测可能存在两

种酿酒方式，即谷物发芽和酒曲。淀粉粒分析

表明黍族的出现率和数量最高，鉴于仅鉴定出

ƞ型黍颖壳植硅体，这些黍族淀粉粒应主要来自

黍。因此，发芽的黍可能作为糖化剂，同时黍

也是主要的酿酒原料。

从杯2、鬶9和瓮1外表面的土壤沉积物中采

集的控制标本中未发现淀粉粒，仅有少量的禾

本科和双子叶植物植硅体，与陶器内壁残留物

的组合有明显差异，表明器内残留物中的微化

石遗存不是埋藏环境污染的结果。

二、相关问题讨论

1. 石峁皇城台酒的原料配方

残留物分析表明，石峁酒的原料包括黍、

小麦族、水稻、百合、栝楼根、姜科植物、芡

实和野豌豆。酿酒方法包括利用谷物发芽和曲

酿。在谷物发芽的方法中，糖化主要是通过发

芽的黍来实现的。在曲酿方法中，可能使用了

稻米和红曲霉制曲。超过55%的淀粉粒显示出与

发酵相关的破坏特征，酵母细胞的发现进一步

支持了酒的存在。

粟黍是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半干旱和干

旱地区重要的粮食作物，在石峁及周边地区，

粟和黍在所有大植物遗存中占有很大比例[23]。

根据文献记载，黍是酿酒的主要原料。例如，

《诗经·大雅·江汉》中记载到：“厘尔圭

瓒，秬鬯一卣。”[24]之后，《本草纲目》记录

了日常膳食的稷和用于酿酒的黍。黍用于酿酒

是因为其中支链淀粉含量高，直链淀粉含量

低，因此更具有粘性[25]。具有粘性的谷物有助

于提高糖化效率，进而更有利于酿酒[26]。

利用红曲霉和稻米制曲说明了水稻的重要

性，但水稻在陕北地区从未普遍种植。 在皇城

台东护墙北段地点夏时代早期地层的大植物遗

存中发现有少量炭化稻米[27]，另外在黄土高原

地区南部的龙山时期遗址（如山西陶寺和周家

庄）中也存在稻米[28]。在之后的历史时期，有

关于陕北河谷沿线存在小规模水稻种植的文献

记载[29]。今天，在石峁周边的河谷仍有小规模

种植。鉴于在考古记录中十分罕见，石峁遗址

的稻米可能在当地有少量种植，但主要是从其

它地区获得的。无论哪种情况，石峁的稻米都

可能是用于特殊用途的奢侈食品。

除了黍和稻米，石峁酒残留物中还发现了

其它成分，可能作为特殊味道来源或存在一定

药效。例如，在鬶3中发现的姜科淀粉粒可能来

自生姜或姜黄。在新石器早、中期的黄河中游

地区，生姜可能已被用作酿酒的一种成分[30]。

鉴于生姜和姜黄在亚热带和暖温带亚洲分布最

广[31]，而在黄土高原尚未发现，这些植物可能

是通过远距离交换带到石峁的。此外，可能还

添加了其它草类，如不透明穿孔或者无穿孔片

状类型植硅体，以及在鬶、盉类陶器内发现的

植物炭屑。其中，植物炭屑的存在可能是由于

在饮酒之前需要加热。根据《周礼·春官·郁

人》记载：“郁人掌祼器。凡祭祀、宾客之祼

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郑《注》曰：



152

考古与文物   2022年第 2期

“筑（捣）郁金，煮之以和鬯酒。”以及《说

文·鬯》：“以秬酿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

也。”可见人们在饮用前加热香草和小米酒的混

合物。又如《周礼·春官·司尊彝》：“秋尝，

冬烝，裸用斝彝黄彝。”《礼记·明堂位》：

“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因此，青铜

斝通常用于混合草药（郁金）的酒饮[32]。如今，

陕北地区生产的小米浑酒也是加热后饮用[33]。

我们对石峁遗址陶器残留物的分析与文字记载

中的传统一致，即在酒中加入某些草本植物，

经过加热后饮用。

总之，石峁遗址酒的配方成分和利用谷物发

芽酿酒与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

情况基本相似[34]。利用红曲霉酿酒的方法目前最

早见于河南灵宝西坡、渑池丁村以及仰韶村的仰

韶时期遗址[35]，表明这一酿酒技术在中原地区有

悠久传统，并向北传播进入黄土高原地区。一些

非本地成分如姜科植物，表明石峁和其它地区之

间存在交流。制酒过程中还添加了其它植物，可

能是具有特殊功能的草本植物。

2.石峁的酒器组合与城市化进程

陶器残留物中淀粉粒类型的出现率表现出

了几个特点：(1)鬶、盉拥有最多淀粉粒类型，

其次是器盖、瓮和杯，表明器内盛装的是多种

植物原料的酒饮。(2)所有陶器都发现了植硅体

（尤其是杯1、盖3、鬶2和瓮1），但其出现率

存在差异。其中，草类茎叶植硅体可以在所有

类型陶器中找到，而黍族颖壳植硅体只出现在

鬶、盉和杯中。后一种情况可能与利用发芽法

酿酒有关。(3)在瓮1的残留物中，存在黍族、

大米、芡实淀粉粒类型，糊化淀粉粒以及红曲

霉，但不见颖壳植硅体，表明这件瓮可能专用

于酿造曲酒。仰韶时期的尖底瓶采用的是液态

发酵法，小口便于密封，从而形成厌氧环境，

利于将糖转化为酒精[36]。而石峁的陶瓮酿造曲

酒则可能采用半固态发酵法。红曲霉属于好气性

菌，大口瓮内放入蒸熟的稻米，仍有剩余空间，

利于形成富氧环境，便于红曲霉和酵母繁殖。同

时，在酿造过程中大口瓮还利于排出霉菌繁殖产

生的热量和二氧化碳，流入新鲜空气[37]。利用大

口容器酿造红曲酒的证据最早可见于仰韶时期

的西坡遗址[38]。综上所述，石峁人可能使用瓮

酿酒，用鬶、盉类陶器温酒，然后注入陶杯中

饮酒。带有精美几何图案的的器盖可能与鬶、

盉配套使用。在河南省瓦店龙山文化遗址出土

的一件陶盉上配有制作精良的鸟形器盖[39]，有

助于推测皇城台器盖的用途。

许多被认为是酒器的陶器，如鬶和盉，

流行于龙山时期的中国北方。这种现象被认为

与宴饮活动的变化有关，也与城市化进程中社

会政治结构和组织变化有关[40]。通过本文证据

可以看到，皇城台的这组酒器器型，各自具备

不同的功能，分别用来酿酒、备酒、温酒和饮

酒。这一时期酒器器型多样、功能专门化的现

象与之前仰韶文化尖底瓶为酿酒、储酒和饮酒

一器多用的群饮传统有明显区别。这一变化可

能反映了石峁宴饮方式更加仪式化和复杂化，

并且更加强调社会等级和以个人为本位的观

念。这些也是社会复杂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组成

部分。

3.饮酒、宴享和社会政治背景的互相关系

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表明饮食习惯可以体

现并影响各种社会关系，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

密切相关，特别是宴饮场景[41]。皇城台为石峁

遗址中心的高台建筑，在此地举行祭祀活动并

提供酒饮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意义。本文分析

的陶器来自皇城台护坡堆积，因此它们可能是

这个核心地区的生活垃圾。这一地点出土的考

古遗物种类繁多，包括大量骨针、青铜器、玉

器、陶鹰雕塑和口簧琴[42]。青铜器、陶鹰雕塑

和口簧琴都是史无前例的发现或具有非本地特

征的物品。口簧琴是欧亚大陆草原游牧民族常

用的一种乐器，被认为是祭祀仪式中帮助萨满

与神灵联系的重要媒介[43]。皇城台显然不仅是

石峁社会政治、经济和祭祀活动的核心区域，

而且是与周边地区密切交往的中心。本文研究

进一步表明，宴饮也是皇城台社会政治活动的

一部分。结合其它考古资料，可以观察到石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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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政治景观的发展，其

特征是人口聚集与互动、物质交流和族群冲突

加剧[44]。在这个等级制度逐渐明显、竞争日益

激烈的社会中，宴饮活动不仅有助于促进石峁

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整合，

而且还为石峁与其它地区人群之间交流和互动

提供了机会，利于区域间交流网络。此外，皇

城台酒饮中含有姜科植物、稻米等稀少成分，

表明这些饮品可能具有特殊的功能，用于社会

地位较高人群的宴享活动。

三、结论

近年来对史前陶器残留物中微化石的分

析，已经获得有关酒的酿造和消费的大量直接

证据，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早期

和中期。本文是关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

地区社会转型时期饮酒活动的首次探讨。石峁

地处黄土高原北部地区，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

古代王朝文明核心区的边缘地带，但是本研究

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在中华文明形成初期所

涉及的区域实际涵盖了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及文

化礼仪景观，包括宴饮方式。在石峁城市中心

的核心地区皇城台，人们利用谷物发芽和曲酿

两种方法，酿造出以多种谷物和块茎为原料的

酒类，主要包括黍、小麦族、水稻、百合、栝

楼根、姜科、芡实和野豌豆。石峁人使用的酿

造方法和原料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黄河中游

地区的酿酒技术具有基本的传承关系，但是酿

酒与饮酒的陶器组合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更加

专门化和仪式化，与黄河流域中下游其它龙山

文化区域中心的情况类似，反映了石峁的宴饮

方式可能主要受到中原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影

响。饮酒可能在皇城台的祭祀活动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是石峁人和其他群体之间开展互动、

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以结盟或竞争

为目的的宴饮有助于石峁在黄土高原地区塑造

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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